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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外交: 1975 年的中泰关系

○李一平 罗文春

(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泰两国是邻邦，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却将中泰阻隔近 30 年。从 70 年代初

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面临着重要的转变，主要因为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美关系缓和，

中苏交恶，美苏竞争加剧，苏联支持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中国与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出现了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合作需要。1975 年，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泰合作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

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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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交”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主色调。1963 年中共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

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即特别突出“世界革命”的地位。《建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路线应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而亚非拉广

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

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1］580 － 583 在坚信 “世界革命”必然性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共

产党人相信“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一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在全世

界消灭资产阶级，巩固社会主义。1966 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 “最

高指导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

当然，革命外交并不是中国外交的唯一色彩。60 年代的最初几年 ( 大约为 1960 年至 1962

上半年) 中国外交明显地往务实的方向摆动。这主要是基于 50 年代末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

从国际局势来看，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国际关系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帝

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新兴的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就国内来

讲，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败以及伴随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进

行反思和调整。而西藏叛乱、中印边境冲突，特别是中苏分歧初显，苏联撤退核原子弹专家之

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

在此背景下，1960 年 1 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

“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方针。［1］248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主动缓和了同苏联、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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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开始有步骤地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需要指出的是，60 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是基于策略而非战略上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国际反华浪潮是 “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

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1］234。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很快又摆向

了革命的一面。

在革命外交的战略下，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地走上反对帝、修、反，实行搞 “两个拳头打

人 ( 即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

政策) ”、“四面出击”的道路。为了同时向美国和苏联进行斗争，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提出了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63 年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

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我们无论国内、

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3］507根据他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是中国反

对美苏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是间接同盟军。依此战略，中国在这个时期把亚、

非、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4］7

而这一时期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正是其争取第一中间地带的重中之重。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

外交有两个层面的特点。首先，中共同东南亚的共产党大多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共就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即实行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武装斗

争最终夺取政权，“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

路”［5］164。中共之所以如此公开地向亚洲共产党宣传自己的革命经验，主要是由于 1949 年刘少奇

秘密访苏时，中苏两党就世界革命达成的分工。访苏时，斯大林向他表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

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 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

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6］412。在此精神下，中国负责对包括越

南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以及印尼共产党等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和帮助。其次，在政

府层面，中国也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炮制的东南亚条约组

织的所在地，是美国加紧渗透和控制的地区之一和包围、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4］53积极发展同这

一地区国家政府的关系，对于突破遏制、打开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印支半岛的越南、

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外，中国非常重视同已建交的缅甸和印尼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兼顾对新、马、

菲、泰等国的争取。

一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对中泰关系的发展必然产生影响。

60 年代初，越南战争升级，从而加剧了中泰两国的对抗。美国利用泰国基地扩大印度支那

战争，促使中国被迫改变以往在对泰关系中一直采取的争取、等待的立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

国逐渐积极支持泰国共产党。1964 年 10 月中国新华社首次发表了泰共致中共的国庆贺信。1964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周报》报道了泰共的“泰国独立运动”第一号宣言。1965 年 2 月 5 日，《人

民日报》刊登了“泰国爱国战线”成立和发布 6 项纲领的消息。4 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

廖承志表示，中国人民支持泰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①。

而泰国也不断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从此，两国政府经常唇枪舌剑，展开针锋相对的舆论战。

60 年代初中国外交中“左”的倾向，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所利用，出现了外交

工作中的极左思潮。1965 年 1 月 5 日，《人民日报》在庆祝刚开过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社

论中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

① 《人民日报》1965 年 4 月 20 日第 2 版。转引自张锡镇． 中泰关系 40 年 ［J］． 东南亚研究，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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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一提法，明确把世界革命的目标同中国的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66 年 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错误地宣传林彪对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后，极左分子首先否

定了建国 17 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 “三降一灭” ( 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 和“三和一少” ( 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

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 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

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次，极左分子还大造外交部

的反，实行夺权。在造反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一大批外交部的领导者被打倒批判，中国

外交处于困难局面。

“文革”初期，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 “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极左分子说，宣

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像章和

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 “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严重影响

了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的一些使馆和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外交工作中不注意和当事

国政府沟通协商，而是大肆在其他国家宣传世界革命的理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所有的外交

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

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驻华代办处事件。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 50 多个，大约有 30

个左右的国家同中国发生过外交纠纷。当然，这些纠纷责任不全在中国。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的外交在 1966—1968 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这期间不但没有

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几乎陷于中断。

中泰关系的发展也深受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1965 年 1 月陈毅外长对一个西方国家的

外交官说，这年底，泰国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开始。泰国方面将陈毅的讲话视为中国将发动一场战

争。中国方面谴责泰国帮助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并且派兵侵入老挝和柬埔寨。泰国联大代表则在

1965 年 11 月的联大会议上，用陈毅的讲话和中国对泰国国民爱国前线的支持谴责中国想控制和

统治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方面批评泰国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重申将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泰国而支持柬埔寨。

这个阶段尖锐的对抗在中泰关系上留下了不愉快的一页。对此，虽然中泰双方的行为都有各

自的原因，但也有各自的责任。泰国政府没有必要把自己绑在美国的反共战车上; 中国在政策上

的失误在于它过分注重革命外交，强调“支持世界革命”，中国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做法，其结果

只能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一片混乱，同已建交的国家不断出现外交纠纷，也直接导致了中泰两国

关系恶化和相当长时间的对抗。

二

60 年代后期，新中国外交中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一面再次表现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有步

骤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毛泽东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提

法是以我为核心，是错误的。同时，他还指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1968 年 1 月，周恩

来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外事纪律，意在扭转外交被动局

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改善的到来，中国陆续派出了驻外使节，恢复了同一些国

家的正常关系，中国外交的混乱局面得到基本控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重大的外交决策

和处理重大外交事件中，有针对性地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即将改善中美关系这样带有

全局性的外交决策，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和组织下完成的。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

国外交开始向着正常的轨道迈进。

60 年代末，国际风云变幻。1969 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国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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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面对严峻国际形势，毛泽东毅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平衡国际战略

力量，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提供了

契机。

中国 70 年代的国际战略方针是: 一、“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1973 年 2 月，毛

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 “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维度划

“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

战略线以外的国家 ( 即“一大片”) ，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毛泽东的 “一条

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

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

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 “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

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 “一

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

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 70 年代做出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中国面临苏联

的严重威胁。60 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认为苏联亡我之心不死，为

了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着手调整外交政策; 二、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到处

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到 70 年代初已是国力大衰，开始推行 “尼克松主义”，在亚洲实行

战略收缩，以求改善国际处境。这便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国际战略新态势，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的

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为了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美国也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三、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面临重重困

难。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对

付最主要的来自于北面的威胁。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缓

和了中美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大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些中断了

的外交关系也相继复交。中国的外交环境明显改善。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变化，给中泰关系的改善也带来了机会:

1． 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助于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1969 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提出了 “尼克松主义”，主张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从越

南脱身。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演变，对美国在亚洲的诸多盟友是

一个极大的震动。泰国领导人感到，避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将是明智的选择。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上台伊始，就把改善中美关系，中美邦交正常化提上日程。1971 年，

基辛格秘密访华，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美国政策的调整，英国从亚洲收缩，使泰国政

府意识到，改变泰国对华政策的时候到了。当时，泰国国内有人提出与苏联结盟，但这个意见很

快就遭到否决。因为，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其称霸全球的野心也逐渐膨胀。与美国实

施战略性收缩相反，苏联到处插手，尤其是对东南亚垂涎已久，美国从东南亚收缩力量之后，苏

联正打算填补这一“真空”。苏联除了加紧控制越南和老挝外，对泰国也展开了全面的外交。在

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面前，泰国认识到苏联已成为威胁东南亚稳定和平的主要因素，泰国必

须寻求能与苏联对抗的力量的支持，以保持自己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而这个能与苏联抗衡的力

量就是泰国的邻国———中国。

新中国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政策，但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

而力量越来越强大，国际威望也日益提高。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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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改变对中国的立场，1972 年日中关系正常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 12 月澳大利亚、新西兰相

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些重要国家对中国的承认，为中泰改善关系提高了

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另外，中国与泰国是近邻，过去曾有过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新中

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因此中泰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国际

形势发展的必然。

实际上，1968 年以后，泰国曾几次表示，愿与中国接触，改善关系。1969 年 2 月，泰国外

长他纳·科曼宣称泰国已经准备坐下来同中国共产党讨论，东南亚稳定的实现需要中国的同

意。① 1970 年初，他还主张召开新的万隆会议，“复兴万隆会议的原则”，“在这样的会议上使中

国同它的邻国达成妥协”。1970 年末，泰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研究对中国缓和关系的可

能性。1971 年 5 月，泰国正式宣布，泰国广播电台中止反华宣传。

对此，1971 年 3 月中国政府通过第三方向泰国传递了信息。不久，泰外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北京领导人开始理解我们，这可能导致真正的对话”，这次，他第一次使用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称呼。但泰国时任总理的他侬对中国仍持怀疑态度，尽管面临要求缓和的压力，他仍谨

慎行事。1972 年 9 月，泰国乒乓球队应中国的邀请参加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赛。乒乓球队的顾

问是泰全国行政委员会财经及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 ( 中文名许敦茂) 。访问的结果使他

了解了中国对改善中泰关系的诚意。紧接着巴实·干乍那越又率泰国贸易代表团参加了 1972 年

10 月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巴实的中国之行揭开了中泰乒乓外交的序幕。1973 年 5 月，

中国决定派乒乓球代表团于 6 月访问马来西亚，泰国乒乓球协会闻讯后邀请代表团顺道访问泰

国，中方同意。6 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泰国，该乒乓球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访泰的第一

个代表团。不久泰国也派一个羽毛球队和乒乓球队回访中国。

2． 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泰国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政治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军人

在政府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他侬政府倒台后，泰国从 1958 年至 1973 年实施的公开的军人专政宣

告结束，从 1973 年 10 月到 1976 年 10 月，泰国进入到议会民主制的尝试时期。民选产生的泰国

文官政府以现实主义态度处理国家对外事务。泰国企业界也积极要求打开中国市场，许多著名的

工商业家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对中国贸易的禁令。

50、60 年代，泰国为寻求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做过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随着

经济的发展，泰国的对外贸易对西方国家的依存度随之增大，这就使它的经济极易受世界资本主

义经济衰退的影响，这种政治经济的“体质上的脆弱性”，也是泰国国内反政府势力强大，军人

政变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泰国若是能与中国“和平共处”，一是能缓和与国内共产党的关系，二是能扩大与中国的

贸易，同时充分发挥国内众多华人在经济中的作用。泰国的华人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泰国的大银行

和主要商品大米、橡胶、木材等的出口，并支配着商业和制造业，泰国的华人经济已经成为当地

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他们可以同中国建立和

扩大贸易关系，以改善泰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需要和有助于发展同泰国的关系。从 60 年代末开始，中国推行积极

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陆续与许多中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新亚洲乒乓球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明确表明了中国

对东南亚中立化的立场，他说中国对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五国正在商议中的中立化构想，“表示

① 《远东经济评论》 ( Far Eastern Economic Ｒeview) ，1969 年 2 月 20 日。转引自张锡镇． 中泰关系 40 年 ［J］． 东南亚研究，
199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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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支持”。并且还希望代表们回国后能把中国的意思转达给各国政府当局。

紧接着，1972 年 9 月，泰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来北京参加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被誉

为“泰国基辛格”的泰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作为代表团

顾问随团访华，开始对中国投石问路。1973 年 6 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到泰国进行了回访，

代表团副团长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程瑞声，他利用这个机会同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猜·春哈

旺就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当时的泰国报纸刊载了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就此次会见发布的新

闻公报。公报表示差猜和程瑞声 “曾就有关各项问题交换意见，有利于未来加强泰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之友好关系”［7］。

他侬政府垮台以后，中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泰国面临世界石油危机影响时，

1973 年 12 月，差猜副外长率领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要求中国以 “友谊价格” ( 即低于国际市

场的价格) 向泰国出口一批柴油。中方同意以优惠价格向泰国提供了 50000 吨柴油。1975 年 3

月，泰国成立以克立·巴莫为首的民选文官政府，克立·巴莫公开放弃了政治上敌视中国的方

针，明确地将改善对华关系列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197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7 月 1 日，

中泰两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克立·巴莫先生在北京签署了 《中泰建交联合公报》，从而开创了两

国建立邦交的新纪元。

中泰关系正常化是中泰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后中国逐步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在政治上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建交联合公报中明确规定

“两国政府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按照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

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第二、通过互信、互谅、互让，营造有利于中泰关系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在台湾问题

上，泰王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立场，并决定在建交公报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从台湾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机构。其次，在华侨和华

人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不承认双重国籍，双方政府认为任何中国国籍或中国血

统的人在取得泰国国籍后都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对自愿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的在泰国的中国侨民，

中国政府按照一贯政策要求他们遵守泰王国法令，尊重泰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并与泰国人民友好

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泰王国政府的尊重”。最后，在

中共与泰共关系问题上，双方看法也趋于一致。1975 年 6 月，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来华途经香

港时曾说过，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后来，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在泰国访问时，

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就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国际问

题。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正是同泰国政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

发展了我们两国的关系”［8］488。

第三、中泰关系的正常化，加强了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越南占领柬埔寨后，数十

万越南军队迫近柬泰边境，并且时常侵入泰国境内，中泰携手互助，有力地抵制了苏联和越南在

东南亚的扩张，打破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泰建交也有利于中国发展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关

系，为日后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第四、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实现双赢。中泰关系正常化后，泰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已能直接

贸易。两国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到 1977 年，中国已经成为泰国 10 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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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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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Affair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ino－Thai Ｒ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1975

LI Yi－ping，LUO Wen－chun
( Ｒesearch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Xiamen Univ． ，Xiamen，361005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Thailand are neighbor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ordial relations． However，the two countries’relation-
ship was thwarted by the cold － war pattern after World War Two for nearly 30 years． In the early 1970s，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aced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which wa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
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gional structure ———the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the Sino－Soviet conflicts，the tighte-
ning up of Soviet－American competition and Soviets’support of Vietnam’s expansionary policy of regional hegemony in
Southeast Asian． Therefore，China’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as well as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gifted by the
necessity in the strateg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is case，China and Thailand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5． Th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ntered a new period．
Key words: Sino－Thai relation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peaceful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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